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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为主要代表样式的汉代诗歌，对后世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

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二十世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

值世纪之交，让我们全面地回顾一下以往的汉诗研究，总结成果，吸取经验，对于促进这一学术领域在 21

世纪的发展，必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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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为主要代表样式的汉代诗歌，对后世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二十世

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值世纪之交，让我们全面地回顾一下以往的汉诗研究，总结成果，

吸取经验，对于促进这一学术领域在 21 世纪的发展，必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魏晋到清末的汉代诗歌研究的简要回顾 
要全面总结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成果，有必要先回顾一下20世纪以前的汉诗研究状况。

广义的汉诗研究，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曹氏父子的诗歌，直承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精神，

在创作中就有对于汉诗的学习和研究，只是没有相关的著作传世。因此，梁人刘勰对汉诗的

评价，可以看作是汉诗研究的真正开始。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汉初四言，

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

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

后代也。……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

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

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这段话，是刘勰对汉代文人诗的评价和发展过程的一个简

单描述。但遗憾的是，汉代文人五言诗究竟作于何时，在这时却成了疑问，且不要说李陵、

班婕妤的诗见疑于当时，就是被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大多数在当时也已

经不知为何人所作。这里面有几首诗，传言为枚乘所作，但刘勰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只肯

定其中的《孤竹》一篇是傅毅之作。 
和刘勰同时年龄稍小一些的钟嵘，在《诗品》中对汉代“古诗”有着更高的评价，甚至

称其中陆机所拟的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与刘勰

不同的是，对于传为李陵、班婕妤的诗作，钟嵘没有表示怀疑，对于那些“古诗”，他虽然

也承认时代“眇邈，人世难详”，可是却认为产生在李陵之前。正因为钟嵘有这样的认识，

按照他的评诗原则，“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就把“古诗”放在了

整部书的最前面来进行评述。和钟嵘同持肯定态度的还有梁人任昉和萧统。任昉在《文章缘

起》中说：“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萧统虽然没说“古诗”的作者是谁，可是《古

诗十九首》就是由他最早编入《文选》才得名的。同时他在《文选序》中说：“退傅有在邹

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这里所说的“降将著河梁之篇”，正是指传

为李陵所作的《携手上河梁》一诗。由此可见，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代和作者问题，

自六朝时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 
唐宋以后，关于汉代文人诗的研究日渐增多，唐人李善的《文选注》，根据《古诗十九

首》中的一些诗句，明确指出这些诗中有东汉之作，而决非全部出自西汉枚乘之手。而唐代

释皎然和白居易，则对传说中的李陵、苏武诗仍然持肯定态度。宋人蔡厚居虽然不同意李善

的看法，认为十九首非一人之词，同样肯定里面有枚乘、李陵之作。王应麟则取《史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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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虞美人诗为证，认为五言诗在汉初已经产生。但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五笔》卷 14 中

则以“李陵诗”和“枚乘诗”中有一“盈”字，犯汉惠帝名讳为由，认定这些诗一定是后人

伪作（按此条已被后人驳倒）。从此以后，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作者时代问题的争论越来

越多。 
自唐宋以后，“诗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宋人范晞文的《对床夜语》、金

人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元人杨载的《诗法家数》、明人徐祯卿的《谈艺录》、陆时雍的《古

诗镜总论》等著作，对于汉代诗歌都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宋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

羽的《沧浪诗话》、明人胡应麟的《诗薮》，是后人研究汉诗极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自周代社会始，中国人对乐就极为重视。对于在汉代而产生的配乐演唱的乐府诗，魏晋

以降一直受到各朝各代的看重。历朝的正史，从班固的《汉书》开始，就有《礼乐志》专述

汉代乐府产生的经过。以后《晋书》、《宋书》亦有记述，其中以《宋书·乐志》最值得重视，

中间有一卷专记汉魏相和歌辞，还有一卷中记录了汉代的杂舞曲辞和《鼓吹铙歌十八曲》，

这为后人详细了解汉代乐府诗的发展提供了较早较为可靠的资料。唐代以后，关于汉代乐府

的发展演变情况，以杜佑的《通典·乐典》、郑樵的《通志·乐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乐

考》三书记载较详，是我们研究汉乐府及其沿革的重要文献。关于汉乐府诗方面的最重要著

作，当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此书除搜罗的作品完备之外，另一特点是对其中的每

一类、甚至一些重要篇章都有解题。这部兼有研究性质的乐府诗总集，为后人研究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在汉以来的乐府诗研究著作里，最早的应该是传为东汉末年蔡邕所作的《琴操》二卷。

这部书中所记，大都是传说为先秦的古琴曲，另有部分汉代创作，这是后人研究自先秦以来

中国琴曲演唱历史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六朝时陈人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则是唐以前关

于汉乐府诗歌及其演唱、器乐等情况的最为详备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后，则有

唐人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刘餗的《乐府题解》，也保留了许多重要材料。除此之外，在

晋人崔豹的《古今注·音乐》一门里有十八个条目专讲乐府歌曲的本事及缘起，也是后世颇

为重视的文献材料。 
清代以后，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成果日渐增多。在一

些传统的诗话，如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沈德

潜的《说诗晬语》、袁枚的《随园诗话》、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刘熙载的《艺概》等著作

中都有一些关于汉诗的评论。一些诗歌选本，如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沈德潜的《古

诗源》、陈沆的《诗比兴笺》、张玉谷的《古诗赏析》、吴淇的《选诗定论》等书中，对汉诗

都有较为详细的评注。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以汉诗或汉魏乐府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著作，如朱

筠的《古诗十九首说》、姜任修的《古诗十九首绎》、费锡璜的《汉诗总说》、李因笃的《汉

诗音注》、朱乾的《乐府正义》、庄述祖的《汉短箫铙歌曲句解》、陈本礼的《汉乐府三歌笺

注》、谭仪的《汉铙歌十八曲集解》、王先谦的《汉铙歌释文笺正》等著作。这些著作，或者

在汉诗的字词音义上有专门研究，或者在汉诗的艺术方面有独到心得，或者就文人五言诗体

悟很深，或者在乐府诗的某些方面有较深研究。它显示了清人在汉诗研究方面的进步。 
二 1920 年到 1949 年以前的汉诗研究 
20 世纪初始的二十年中，汉诗研究只有几篇介绍性的文字，没有值得称述的成果。从

1920 年算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20 年到 1949 年以前，第二阶段是从

1949 年到 1976 年，第三阶段是从 1976 年到 20 世纪末。下面分别予以评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 20 世纪中国文化革命新的一页，也使 20 世纪的汉诗研

究走上了一个新的时代。胡适打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倡导白话文学和平民文学，对汉

代乐府诗评价极高，在 1921 年拟定的讲义，也就是后来才正式出版的《白话文学史》里，

说它们表现的是“真的哀怨，真的情感”，并认为这才是“一切新文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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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这部书对汉代诗歌虽然并没有进行多么深入的研究，却是 20 世纪的汉诗研究走

向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它向人们预示着，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对汉诗做出新的价值评估，关

注汉代诗歌中具有平民文化特色的东西，从大众文学创作中总结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正

在成为汉诗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方向。 
出版于 1924 年的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就是在“五四”文化革命大潮影响下产生

的一部著作，书中对以鼓吹、横吹和相和歌辞为代表的汉乐府诗的产生源渊、与音乐的关系、

艺术特点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对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乐府诗本是汉代诗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都有研究者。上世纪 20 年代初，黄节曾

出版过《汉魏乐府风笺》，梁启超也开始了《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其中都有关于汉代诗歌

的精彩论述，并对以后的汉代五言诗与乐府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像胡适、徐

嘉瑞这样把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却是从“五四”以后才出现的现象。因为有

了这样一个新的文学观念，在 20 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汉乐府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重视，胡怀琛的《中国民歌研究》（1925）、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周群玉的《白话

文学史大纲》（1928）、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1930）、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

（1930）、陈钟凡的《汉魏六朝文学》（1931）、王易的《乐府通史》（1933）、郑振铎的《中

国俗文学史》（1938）等书，都有关于汉乐府的深刻论述。后出转精，这其中，罗根泽的《乐

府文学史》（1931）、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4）最值得重视。他们一方面吸

收了胡适等“五四”学人看重汉代民间乐府的时代新观念，同时又逐渐克服了过于贬低贵族

乐府的偏激观点，对汉代乐府诗的产生渊源、发展流变及其艺术成就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论

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如孔德的《汉短箫铙歌十八曲考释》（《东方杂志》

23 卷 29 期）、朱希祖的《汉三大乐歌声调辨》（《清华学报》4 卷 2 期）、黄节、朱自清的《乐

府清商三调讨论》（《清华周刊》39 卷 8 期）、王越的《汉代乐府校释》（《文史学研究所月刊》

1 卷 4、5 期、2 卷 1、2 期）、彭丽天的《乐府诗集古辞校正》（《清华学报》12 卷 1 期）等，

都从不同角度对汉乐府诗的研究做出了成绩。另外，关于《孔雀东南飞》一诗的讨论和考证，

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汉诗研究史上，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与产生时代、李陵苏武诗

的真伪等一直是研究的难题。在“五四”科学精神的指导下，20 年代以后，学者们试图用

新的考证方法来攻克这些难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成为这一时期汉诗研究中的又一个热点。 
争论从陈仲子 1924 年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苏李诗考证》一文开始，

以后李步霄、朱偰、陈延杰、徐中舒、罗根泽、游国恩、张长弓、梁启超、戴静山、陶嘉根、

古直、隋树森、胡怀琛、杨向时、黄侃、范文澜、包括日本人铃木虎雄等，都加入了这个问

题讨论的行列。但由于对历史文献的理解不同，结论却大相径庭。如朱偰同意宋人王应麟的

观点，认为《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所引汉初陆贾《楚汉春秋》里的《虞美人歌》

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又采清人何焯、张实居的说法，认为到景帝、武帝之时，文人五言诗

已经成熟。黄侃在他的《诗品讲疏》中也同意这种观点。而徐中舒则推扬《诗品》中“《去

者日已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之说，认为“不但西汉人的五言全是伪话，

连东汉的五言诗，仍有大部分不能令人相信。”因此“五言诗的成立，要在建安时代。” 
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说明在没有铁证的前提下，光靠这种对于有限史料的不同理解是

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在考证的基础上辅以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成为推进这种探讨的

新的动力。在这方面，梁启超和罗根泽所做的工作最值得重视。特别是梁启超，在他的《中

国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除了引用前人提出的证据之外，还提出了一种“直觉”的方法。

他这里所说的直觉，就是多方面地考察历史，并结合文学发展规律来做出正确判断。他首先

从风格上考虑，认为《古诗十九首》“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而以

作品旁证推论，“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 120 至 170 约 50 年间”。再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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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研究《十九首》”，认定其为“东汉安、顺、桓、灵间作品”。罗根泽则根据历史进化

的理论，在他的老师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汉代的文人五言诗只能在歌谣的基础上产生，

而据他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纯粹五言歌谣，是西汉成帝时的《邪径败良田》，以此而

论，中国文人五言诗不会产生于西汉，所以传说枚乘、李陵、班婕妤等人的诗自然也是后人

伪托的。东汉章帝时，才有了文人所作的第一首五言诗，那就是班固的《咏史诗》，但钟嵘

还说这首诗“质木无文”，可见，那只能是“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由此，罗根泽得出的最

后结论是：“东汉桓灵时，才多优美之五言诗，才算是五言诗的完成期。 
由此看来，梁启超和罗根泽等人关于五言诗的考证，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而

同样是在时代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新式的学术研究。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不能

不说带有着一定的简单的进化论和机械论的缺陷，值得重新讨论。例如，梁启超说《古诗十

九首》厌世思想浓厚，一定是东汉桓灵之世的作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表达厌世思想的诗

篇，在汉代的其它时间难道就不可能产生的吗？罗根泽认为班固的诗既然“质木无文”，文

人五言诗在当时就不可能成熟。按此逻辑，钟嵘还说过东晋孙绰、许询等人的诗“皆平典似

道德论”，那么在他们之前竟出现了曹植等人的杰出五言诗作，不就成了不可思议的怪事了

吗？所以，他们的观点提出之后，有人并不同意，如隋树森在详列了诸家说法之后就说：“把

《古诗十九首》定为东汉人作或汉魏间人作，理由都是很不充分的。”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

梁、罗等人的观点却占了上风，以后，经过刘大杰、马茂元和游国恩等人的补充，认为以《古

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大都是东汉末年的产物，就成为 50 年代以后最有影响

的观点了。 
从 1920 年到 1949 年以前的汉诗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那就是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对汉代妇女文学的重视。由于历史的原因，汉代流传下来的诗篇数量并

不多。但就是在这有限的诗篇里，女性诗作占有比较醒目的位置。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并没

有哪一个研究家对汉代的妇女文学给予特别的关注。20 世纪初，谢无量先生独具慧眼，率

先于 1916 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妇女文学史》。书中虽然只是对汉代诗歌中的妇女之作

进行了简单的叙述，其意义却不可低估。以后，梁乙真、谭正璧、陶秋英等人在三十年代先

后写出了多部中国妇女文学史，汉代的女性诗作，自然更受他们的重视。如梁乙真在《中国

妇女文学史纲》中，就用了 2 万多字的篇幅，对高祖唐山夫人的《房中歌》、汉乐府的《陌

上桑》与《箜篌引》、班婕妤的《怨歌行》、传为卓文君的《白头吟》、王昭君在中国文学史

上之价值、以及乌孙公主、徐淑、苏伯玉妻和蔡琰等人的诗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与分析。

但有的人却对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唐山夫人的诗表示怀疑，把班婕妤的诗视为后人伪作。对

此，萧涤非给予批评，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否定根据不足。其实，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文选》、

《诗品》和《玉台新咏》都明确题为班婕妤，西晋人傅玄、陆机分别有题为《怨歌行》和《班

婕妤》的拟作，所咏之事与诗中用词都与传为班婕妤的诗作及其身世相关，只有刘勰提过一

句有人怀疑的话。在这些历史记载面前，如果我们没有铁证，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班婕妤之作

这种传统说法的。遗憾的是学界至今对这首诗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从 1920 年到 1949 年这一段时间，关于七言诗的起源与发展的讨论，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王耘庄的《七言诗起源考》（《两周评论》1 卷 1 期）、罗根泽的《七言诗起源及其成熟》（《师

大月刊》1933 年 2 期）、王盈川的《七言诗发生时期考》（《学艺杂志》13 卷 5 期）、余冠英

的《七言诗起源新论》（1942 年）、余冠英、李嘉言《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1944
年，以上两文并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等，共同促进了对文学史这一重要问题研究

的深入进展。另外，关于汉诗文本的整理注释等工作也有很好的成绩。黄节的《汉魏乐府风

笺》、夏敬观的《汉短箫铙歌注》、曲滢生的《汉代乐府笺注》、闻一多的《乐府诗笺》、朱自

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国文月刊》1941 年第 6、9、15 期）、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

王缁尘的《古诗十九首新笺》等，都是比较好的著作。逯钦立的《汉诗别录》，则从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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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源、明体三个方面，对汉代诗歌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研究。 
三 1949 年到 1976 年以前的汉诗研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 20 世纪汉诗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站在马克思主义

阶级分析的立场上来对汉代诗歌进行新的价值评估，成为这一时期汉诗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

法。 
“五四”以来的汉诗研究，无论是在五言诗的考证还是在对乐府诗的评述上，成就都是

相当大的。不足的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学人侧重于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研究汉代

平民文学的艺术形式特点，对丰富多彩的两汉诗歌内容的研究却远远不够。而马克思主义阶

级分析法，为汉诗研究在这方面的深入恰恰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思想武器。 
追溯历史，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汉代诗歌，从 30 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版于 1935

年的张希之的《中国文学流变史论》，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上册，1939 年出版），对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与分析。50 年代以后，这种注重乐府诗思想内容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如郑孟彤的《汉代乐

府诗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一文，就从反战争、反饥饿、反压迫、反礼教等四个方面对汉代

乐府诗进行分析，进而指出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王运熙的《汉代的

俗乐和民歌》一文，除了对汉代乐府诗的产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证明其中的“民歌”

大都产生于东汉之外，也特别详细地分析了汉乐府民歌“反映了广阔的现实，暴露了封建社

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并指出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

神、现实主义传统和高度的艺术成就。这种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立场上对汉乐府内容所

作的论述，代表了 50 年代汉代乐府诗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水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 50 年代的汉诗研究中，杨公骥的《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是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

重要文章。汉有《巾舞歌辞》一篇，因为声辞杂写，其内容自东晋以后就无人解晓。杨公骥

先生发千载之覆，破解了这一历史难题，让人们一睹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歌舞剧文字原貌，

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其意义之大是难以估量的。遗

憾的是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此文在当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自 90 年代以后，这篇文章的巨

大价值，才逐渐被人重视。 
王运熙先生关于汉代乐府的系列论文，是这一时期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其中包括汉魏乐府沿革的考略、关于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杂舞曲辞的考证等，为研究

者供了很好的资料。此外，丘琼荪的《汉大曲管窥》对《宋书·乐志》里所列的 15 首汉大

曲在魏晋时期的流变及其演唱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陈直的《汉铙歌十八曲新

解》游国恩的《西汉乐府歌辞和文人五言诗的创作》，阴法鲁的《汉乐府与清商乐》等，是

这一时期汉乐府研究中的好文章。 
五六十年代中，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研究成果不多，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探索》（1956

年出版）是代表性成果。此书除了对每篇作品都有详细的注释和分析外，在前言中还对《古

诗十九首》的作者与时代、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基本内容、艺术特色等有相当

深入的介绍分析。时至今日，这部书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以杨公骥、马茂元、王运熙为代表的学者，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乐府诗中的几个疑难

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法对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进行

深入的阐释，是这一时期在汉诗研究中取得的最突出成绩。它说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方法，是这一时期汉诗研究取得成绩的根本。可惜的是，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

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这使得在当时的汉诗研究中也产生了一些偏向。

例如在文人五言诗的研究中，过于夸大了这些诗的产生和汉代社会政治之间的因果对应关

系，却没有注意从汉代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认识它们。在乐府诗的研究中，只注意那些

反映了民生疾苦的叙事诗，却很少去研究那些别具特色的抒情诗；以对“乐府民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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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了对包含各阶层创作的丰富多彩的“汉乐府”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是

在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批判倾向。其中尤以对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批判，对俞平伯等关于《陌

上桑》、《羽林郎》和《孔雀东南飞》这三篇作品大讨论的批判为典型。这样的学术研究，是

那个时期留给后人的教训。 
四新时期（1976 年以后到 20 世纪末）的汉诗研究 
1976 年“文化革命”结束，停滞了十多年的汉诗研究又得到恢复，1979 年后，在拨乱

反正、解放思想大旗的指引下，汉诗研究开始走上了正常的学术道路。在二十年的时间里，

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总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回顾 20 世纪以来的汉诗研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在

“五四”至 1949 年这一阶段，汉诗研究的热点基本是在从平民文学的角度对乐府诗进行价

值评估和对于文人五言诗的辨伪考证两个方面；1949 年以后至“文化革命”结束之前，则

重在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评价汉诗中哪些作品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新时期以来，汉

诗研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体现出一种全面深入的良好态势。如关于文人五言诗的产生

和成熟问题，自二三十年代展开较大规模的讨论之后，学术界比较一致地倾向于产生于东汉

末年的说法，而李炳海则以秦嘉三首《赠妇诗》作为确定《古诗十九首》产生年代的最好参

照物，推断其“写作年代应在公元 140 年到 160 年这二十年中，写于后十年的可能性更大。”

张茹倩、张启成二人则从西汉已有文人七言诗的事实、文人五言诗与乐府诗的比较、《古诗

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部分用语研究几个方面，结合古人提供的有关材料提出，“《古诗十九

首》大约最早产生于西汉中期，多数可能作于东汉的前期或中期，而少数诗篇作于东汉的后

期。”赵敏俐又从分析钟嵘的《诗品》评价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一语的原意和班诗自

身入手，结合其它材料得出结论，认为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已经成熟。以上三篇文章，从

不同角度对解决文人五言诗发展成熟问题提出了新的有力证据，可看成是在这一研究方面所

取得的重要成果。再如汉乐府和乐府诗的研究，新时期以来也得到全面的展开。1977 年，

由于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附近出了一件秦代错金甬钟，钟柄上刻有“乐府”二字，这对乐

府的产生问题的考证产生了重要影响。1978 年，寇效信首先据此撰文，认为乐府机构从秦

代就已经设立，这是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一研究的重要突破，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汉乐府到底建

于汉初还是武帝时期以及其职能问题的讨论。李文初《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一文，秦编

钟这一实物资料，推测“监制乐器，自来就是乐府的一项基本任务”。关于相和歌的研究，

是新时期的一个重点，曹道衡的《相和歌与清商三调》、逯钦立先生遗著《“相和歌”曲调考》、

是新时期关于汉代诗歌研究的一组重要文章，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相和歌的产生、来龙去

脉以及其音律和演唱方式等问题都提出了相当引人注目的见解，王小盾在逯钦立文章的基础

上，发表《论〈宋书·乐志〉所载十五大曲》一文，则对这十五首大曲的演唱方式及其时代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文先生关于《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的研究，从创作缘起的考辨

到内容和形式的分析，以及其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等，也有相当深入的论述。

潘啸龙《汉乐府的娱乐职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一文，先从文献考证中说明汉代乐府主

要是为郊祀天地、上层娱乐所需而设立，接着从乐府的“娱乐”职能及上层审美爱好对乐府

歌诗的渗透，娱乐需要对乐府歌诗表现艺术的影响两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那些民间歌诗何以

在乐府中得到保存、又何以带有明显的贵族文化审美趣味，以及乐府诗那种生动活泼的艺术

形式何以形成的问题，从而得出一些极有说服力的观点和结论。钱志熙的《汉乐府与百戏众

艺之关系考论》一文，则从另一个度对汉乐府的娱乐化问题作了新的阐发。赵敏俐发表的系

列论文，从秦汉时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入手，对汉帝国的统一强盛与汉诗创作的繁荣、两汉社

会生活变化与汉诗创作、两汉诗人思想变革、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从先秦到汉以后的转折、两

汉社会思潮与文人五言诗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为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全面把握汉诗的

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提出了一个新的视点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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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学术思想的更新与理论思考的加深。新时期以来的汉诗研究，是在拨乱反正、解

放思想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纠正 50 年代以来极左思想的影响，破除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

政治分析模式，试图从历史文化多方面全面地评价汉代诗歌，是这一时期汉诗研究的主导倾

向。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渗透和系统论等方法

的盛行，在汉诗研究的思想方法上也渐渐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对

于《孔雀东南飞》一诗的评价。这首诗，在 20 世纪各个时期内一直都是人们研究的热点，

讨论的重点则是它产生的年代和反封建主题问题。可是新时期以来，这种“传统”的看法却

受到了挑战。有的人认为这首诗所表现的是婆媳不和造成的家庭矛盾，冲突的起因是由于兰

芝夫妇的无子嗣，其性质是强调感情的比较进步的婚姻性爱观与传宗接代的种族婚姻性爱观

之间的冲突；有的人认为焦母与刘兰芝的冲突是母爱与妻爱的冲突，应该从作为寡妇的焦母

的“变态心理”或“倒置了的俄狄普斯情结”即“母恋子”的潜意识中寻找答案。还有的人

从刘兰芝和焦仲卿在不同的家庭环境薰陶下所形成的不同性格特征上分析其悲剧的原因，在

强调社会政治背景之外还要看重人物的个性因素，包括对于焦母也应该这样去认识其可悲的

一面。这些不同观点的不一定都能服人，但是它却说明当前学术思想的活跃和文学研究理论

与方法上的多元化倾向。 
《古诗十九首》作为 20 世纪汉诗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在新时期也出现了令人可喜的进

展。除了有关的考证继续深入之外，关于它的美学特色研究、语言形式研究、抒情艺术研究、

修辞技巧研究，都有专门文章论述。新时期开始不久，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就从

生命意识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从《古诗十九首》的“核心便是在怀

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以后，赵敏俐、钱志熙等人也对《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

识提出了相似的看法。所不同的是，李泽厚认为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只有在汉末才能得以产

生，而钱志熙则从先秦就已存在的生命意识观说起，对汉代辞赋、诗歌中存在的生命意识，

从汉初到汉末的发展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与汉代

生命观的联系。赵敏俐则不同意《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末的说法，他认为迄今为止的有关

考证还不足以证明其说，反过来却有相当的证据说明它有产生于东汉中期或早期的可能。所

以应该从整个汉代社会文人的遭际和命运角度去认识它。这种思潮之所以在《古诗十九首》

中得到突出表现，则是因为古诗从广义上属于乐府，是文人士子抒发他们世俗之情的艺术，

这种对于《古诗十九首》思想内容的重新阐释，显示了这一时期学者们理论思考的深度。 
关于李陵诗的真伪问题，与《古诗十九首》一样在历史上是个悬案，六朝时已有争论，

自苏东坡再起疑问后，经过清人、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学者用疑古的眼光审视之后，把这些诗

视为伪作似已成为“定论”而被大多数当代学者所接受，但是新时期以来，雷树田首先撰文

表示反对，他认为前人提出的怀疑理由并不充分，并逐一进行了反驳，认为在五言诗创作上

恢复李陵的名誉。十几年之后，章培恒、刘骏再次发表文章，重论李陵诗的真伪问题，同样

对疑古派的否定性说法给予反驳，认为其理由不能成立。鉴于李陵诗问题的复杂性，这两篇

文章有很大的意义，它同样显示了当代学人在研究方法论上的深度。 
在汉代诗歌中，《焦氏易林》是一部很特殊的书，它本是一部据《周易》而作的占卜书，

却全用四言诗的形式写出，所以也可以说是一部特殊的四言诗歌集。这部书长久以来不被人

重视，尤其是研究诗歌的人更不重视。在上个世纪中，最早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评价的人是

闻一多，其后，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将《焦氏易林》列为一大专题，论述了《乾》、《坤》

等三十“林”，涉及作品数百篇。2000 年，陈良运出版了《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一书，全书

分为三编，上编为《焦氏易林》诗选，中编为《焦氏易林》诗论，下编为《易林》作者考辨

及其他，这是目前对此书所进行的最系统的研究。它的出版，也显示了当代学人在汉代诗歌

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其深度，是值得重视的一件事。 
第三是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和前两段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所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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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与出版的著作，都是最多的，这其中不乏一些高质量的作品。从论文方面讲，除了我们

在上文所提到的之外，如邓乔彬的《浅析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文艺理论研究》1983
年第 2 期）、郑祖襄的《汉代鼓吹乐的起源及其类型》（《中央音乐学报》1983 年第 4 期）、

赵昌平的《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江淮论坛》1984 年第 3 期）、葛晓音的《论汉乐府叙

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社会科学》（上海）1984 年第 2 期）、费秉勋的《汉乐府杂

考》（《西南师院学报》1985 年第 1 期）、钟来因的《同声歌简论》（《贵州文史丛刊》1985
年第 3 期）、秋枫的《试论乐府民歌与建安文学的关系》（《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第 2
期）、齐天举的《由＜饮马长城窟行＞说到相和三调的解、艳和趋》（《文学评论丛刊》第 31
期）、《古乐府艳歌之演变》（《阴山学刊》1989 年第 1 期）、杨公骥的《西汉歌舞剧巾舞＜公

莫舞＞的句读和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6 年第 4 期）、阮忠的《汉乐府叙事诗的戏剧性》

（《南都学刊》1996 年第 1 期）、张宏的《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北京大学

学报》1996 年第 4 期）、叶岗的《汉郊祀歌与谶纬文学》（《文学评论》1996 年第 4 期）、张

家英的《关于汉代五言诗的几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1995 年第 4 期）、姚小鸥的《＜巾

舞歌辞＞校释》（《文献》1998 年第 4 期）、《＜公莫巾舞歌行＞考》（《历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公莫舞与王国维中国戏剧成因外来说》（《文艺研究》1998 年第 6 期）等，在汉诗的

研究上都有创获。特别是杨公骥先生和姚小鸥关于《巾舞歌辞》研究的一组文章，对于我们

全面认识汉代歌舞表演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其重要意义是多方面的。 
关于汉诗研究的学术著作，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姚大业的《汉乐府小论》、王汝弼的《乐

府散论》、徐仁甫的《古诗别解》、杨生枝的《乐府诗史》、郑文的《汉诗选笺》、《汉诗研究》、

张松如主编的《中国诗歌史》（先秦两汉）、张永鑫的《汉乐府研究》、萧亢达的《汉代乐舞

百戏艺术研究》、赵敏俐的《两汉诗歌研究》、《汉代诗歌史论》、王运熙的《乐府诗述论》、

叶嘉莹的《汉魏六朝诗讲录》、钱志熙的《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主

编的《两汉大文学史》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汉代诗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

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如徐仁甫的《古诗别解》对汉诗中的疑难之处进行了多达 88 条的解释，

对我们阅读汉诗具有相当大的帮助；萧亢达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以文献资料和文物

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对汉代的歌舞艺术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对我们全面认识汉代诗乐的

演唱状况及其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郑文的《汉诗研究》以对汉代诗歌作品的具体资料

考证见长。书中对汉代朝廷乐章、杂言诗、四言诗等的研究，补充了以往学者只重视民间乐

府和五言诗的遗漏。张永鑫的《汉乐府研究》征引材料丰富，可以使读者对汉乐府的起源、

汉乐府的音乐性、汉乐府的分类和编集、汉乐府的特质等问题有一个明晰的认识。赵敏俐的

《两汉诗歌研究》，则从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两个方面，结合作家思想与诗学观念，对两汉

诗歌的发展与变化、时代特色、独特艺术成就以及它在中国诗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等，进行

了深入的阐发和详细的论证。其《汉代诗歌史论》一书，又从史的角度对汉代诗歌的发展变

迁大势及各种诗体的发生发展和艺术成就等进行了详细论述。 
五 20 世纪港台和国外的两汉诗歌研究 
汉代诗歌研究的中心在中国大陆，但是在 20 世纪的不同时期，港台和国外等在汉代诗

歌研究上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成果。在 20 世纪初，日本的汉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编写

上曾早于中国，早在 1903 年，上海中西书局就翻译出版了日人世川种郎的《历朝文学史》。

在泽田总清的《中国韵文史》里，也有对汉代诗歌的介绍，分为乐府、汉诗、武帝以后的诗、

汉的女流诗人、后汉的闺秀诗人几部分，显出与中国人著作的不同。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文

章，早在 1929 年就有铃木虎雄关于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儿岛献吉郎则对汉代戚夫人、

班婕妤等的诗作进行了论述。50 年代以来，日本人对于汉代诗歌的研究视域逐渐开阔，其

中吉川幸次郎对《古诗十九首》生命主题的研究、小西昇对两汉乐府的研究、增田清秀对《郊

祀歌》中邹子乐的研究、乐府历史的研究、泽口刚雄对乐府游仙诗的研究、《陌上桑》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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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乐府诗表现形态、声调、音色的研究、汉魏乐府传承的研究、道家春代对古乐府与古诗

十九首关系的研究、串田久治对于汉代民谣的研究等，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其中增田清秀的

《乐府の历史的研究》、泽口刚雄的《古乐府の起源と继承》、串田久治的《中国古代の“谣”

と“予言”》是比较重要的著作。另外，韩国学者车柱环也有关于李陵诗的研究。 
前苏联汉学家对汉代乐府诗十分重视，著名汉学家瓦赫金以研究汉魏南北朝乐府的论文

获文学副博士学位，并翻译出版了一本《乐府·中国古代诗歌选》，在前言中介绍了乐府产

生的时代背景、时代意义及乐府诗特点。法国学者戴密微主持编译的《中国古诗选》（1962）
中，收录了《古诗十九首》的全部译文，并称赞它“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最优美的诗歌：这种

五言诗体保持了民歌特色，且具有完美的艺术技巧。”他的弟子桀溺的《古诗十九首》（1962）
一书则是一部专门的研究著作，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对十九首的重译，第二部

分是对每首诗的详尽注释，第三部分是“结语”（评论）。说《古诗十九首》“进行了一种文

学革命，开创了一个新世纪。它们深深植根于过去，不仅追溯到《诗经》，而且也追溯到《楚

辞》。不仅就其民歌的形式，而且就其哲学思想来说，这些作品是属于自己的时代的。《古诗

十九首》成功地综合了所有这些特点，创新出新诗体和新精神。它们把传统、民间艺术和现

代意识溶为一体。在这种结合上，古典诗歌萌芽了。”桀溺剖析了《古诗十九首》“离别”和

“死亡”两大主题，分析了作品中的主人公和《楚辞》中主人公的异同，景物描写的特点、

艺术结构的独特之处、《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等，还把它与法国文学作了比较。同时，

以汉乐府《陌上桑》为突破口，作者对美女采桑这一中国文学题材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文化研

究，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在美国，周英雄在他的博士论文《木铎：汉代的采诗运动

及文学的功用》（1977）一文中，从汉代社会政治的角度论述了乐府的功用及其对民间歌谣

的采集，《郊祀歌》的创作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意义，乐府民歌的经验模式，并从比较研究

的角度，界定了乐府民歌中随口即出的重复方式与近代诗中反复推敲的对句之间的区别等。

其研究问题的视点和方法，与国内学者有明显的不同。从以上论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外

研究汉诗的水平。 
港台地区的汉代诗歌研究比较活跃，从 60 年代以来出版了不少论著，如潘重规的《乐

府诗粹笺》、方祖燊的《汉诗研究》、胡洪波的《乐府相和歌与清商曲研究》、中国语文学社

编的《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二）》、张寿平的《汉代乐府与乐府歌辞》、陈义成的《汉魏六朝

乐府研究》、江聪平的《乐府诗研究》、胡洪波的《乐府相和歌与清商曲研究》、张清钟的《两

汉乐府诗之研究》、《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张修蓉的《汉唐贵族与才女歌诗研究》、

王强模的《古诗十九首》等。在这些论著里，方祖燊的《汉诗研究》较有影响。此书的一个

最大特色，就是对那些名列西汉的虞姬、枚乘、无名氏、卓文君、李陵、苏武、辛延年、班

婕妤、宋子侯及其它佚名的优秀五言诗进行了全面的订伪和考证，认为对这些诗持怀疑或否

定态度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文人五言诗到东汉才算成熟这种流行观点也是错误的。方氏的

这种研究，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性。其后，张清钟的《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一书，

前有对每首作品的详细评注，分诗旨、注释、作法、评介、赏析五部分，搜集材料比较丰富、

言简意赅，颇得诗之旨趣。后有对《古诗十九首》源流的考察、介绍了关于十九首产生年代

的三种基本观点的 24 种说法、关于作者的 16 种说法，最后的结论也是：“古诗十九首是西

汉初年至东汉末年间之文士、辞人，仿国风之体，不立诗题，亦不著姓名之作品。其作者未

必是一人，时代亦未必是同时。”此说虽过于宽泛，但是在没有更为坚实的证据出现之前，

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态度。张修蓉的《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对汉代女性诗

作有独到的体悟。以上，可代表港台等地在汉诗研究方面的成就。 
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预测 
以上是本人对 20 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状况的基本介绍，由于认识有限，所论自不免存在

遗漏，但通过总结，大体可以对一个世纪的汉诗研究有一个粗略的认识。20 世纪的汉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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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无论在文献考证还是在艺术分析和理论阐释上，其成就都是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的。但是和对中国古代其它历史时期的诗歌研究相比，汉诗研究却相对落后。时至今日，还

没有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汉诗研究组织，也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有关汉诗研究的学术会

议。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里，专门从事汉诗研究的学者为数极少，也没有形成一个汉代诗歌的

研究中心。这既与从事汉诗研究困难较多有关，也与人们重视不够有关。即便从汉诗研究本

身来讲，目前也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是文献资料的缺乏和考证方法上存在着偏差。由于汉代距今历史久远，保存下来的

资料极为有限，关于汉诗的实际创作情况已难以弄清。两汉前后共有 400 多年的历史，这是

一个不短的历史时段，在这一时段中无论从社会政治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曾发生过一些重大

变化。可是，对于产生于这一历史时段的诗歌，大部分我们还无法确定比较准确的产生年代。

这对于个别诗篇的艺术赏析来说，也许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要想探究汉代诗歌的发展过程，

却是莫大的障碍。特别是那些无主名的文人五言诗，由于无法确定它们的具体作者和产生年

代，我们也就无法明确文人五言诗在汉代的发展过程，不敢奢谈五言诗的创作规律。文献资

料的不足大大影响了我们对于汉诗的研究。 
但就是这有限的资料，我们在实际研究和考证方面也存在着问题。自 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以来，由于受疑古之风的影响，一些论者把前代传说中的虞姬的《和项王歌》、枚乘的《杂

诗》、李陵、苏武的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联句》、卓文君的《白头吟》、班婕妤的《怨歌

行》、甚至傅毅的《冉冉孤生竹》等，都看成了后人的附会和伪作，于是，以《古诗十九首》

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产生于东汉末年的说法，渐渐地被大多数人视为“定论”。这种说法大

大束缚了研究者的头脑，阻碍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研究的深入开展。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人

在反思，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冠英、吴世昌、沈玉成诸先生，近年都有相关文章发表。曹

道衡先生在《苏李诗和文人五言诗》一文中，明确表现了对于苏、李诗和虞美人诗真伪问题

的慎重态度，因为他已经发现目前学术界对这些诗篇几乎异口同声的否定结论根据不足，希

望发现新的证据。既然如此，当我们对 20 世纪的汉诗研究进行全面总结时，就应该对这种

研究倾向进行一下深深的思考了，这是推动 21 世纪汉代文人五言诗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环

节。 
第二是缺乏结合历史文化美学等学科领域对于汉诗进行系统综合的探讨。综观 20 世纪

的汉诗研究，其重点始终在文人五言诗的考证和乐府诗的部分篇目分析上，这里又表现出两

种倾向。在“五四”以后的第一个时期，考证和一般性描述的文章著作较多，深入进行艺术

分析的较少；在建国后的第二个时期，由于受政治批评模式的影响，过分地抬高了一部分乐

府诗的政治思想价值而否定了另一部分作品。同时，由于认定文人五言古诗的成熟年代是在

东汉末年，对这些作品产生原因及内容的揭示也只是从“所谓汉末政治黑暗”的角度做直接

因果关系式的解释，没有把它们放在广泛的汉代社会文化背景下来认识。新时期以来，这两

种倾向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和角度逐渐多样，但大多数学者所做的

工作仍显得琐细零散、不成体系，拘谨于一诗一句之一义的争论和发明，选题重复的低水平

之作颇多。两汉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盛世，400 年的历史发展对中国后世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四百年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汉诗，值得我们从历史、哲学、文化、思想、美学、艺术等多

方面展开研究，但所有这些，又须要在扎扎实实的文献基础上进行。在这方面，我们所要做

的工作还相当艰巨。 
20 世纪的汉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展望 21 世纪，汉诗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起码可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考古上的收获，我们预期 21 世纪

会发现有助于解决汉代文人五言诗产生年代问题的重要证据。20 世纪秦代乐府编钟的发现，

彻底解决了乐府产生于何时的争论。21 世纪如能发现有关文人五言诗的出土文物，将会对

汉诗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思想的变革，21 世纪的学人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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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研究方法论与批评模式上也将会产生新的变化，这将使汉诗研究出现新的局面，产生一批

代表 21 世纪的学术思想的研究著作，促使汉诗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第三是随着世

界文化的交流扩大，汉诗研究将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一种国际化的局面。在 20 世纪中，苏、

德、美、法、日、韩等国的汉诗研究已经取得了令我们瞩目的成果，并以其新颖的视角给我

们以启示。21 世纪，这种局面必将进一步发展。这种新的历史发展趋势也必将对我们提出

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该文原载于《文学遗产》2002 年第 1 期，此次收录时略有修订增补，并改正了原刊中

误排的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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